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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发展，其快速的迭代速率、极强的扩

散渗透力、智能化场景应用对技术伦理治理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被称为经

典的休谟问题，依然构成当代技术伦理治理的内在逻辑。通过回顾和梳理技术伦理关于“是”与“应当”

逻辑关系问题的历史演进，便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当代技术伦理治理难题的本质及其趋势。研究发现，面

对不确定性，技术伦理治理不可先发展后治理，也难以提前预判，只能基于进行中的技术实践来探讨如

何在技术发展与价值伦理之间有效平衡。于是，本文为“是”与“应当”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融合”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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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represent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rapid iteration rate, strong diffusion and penetration, and intelligent scenario 
applications have pos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echnological ethics govern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 and “ought to be” is known as the classic problem, which still constitutes the inherent logic of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ethics governance. By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s” and “ought to be” in technological ethics, it is convenient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essence and trends of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ethics governance challenge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technological ethics governance can’t be developed first and then governed, nor can it be 
predicted in advance. It can only be based on ongoing technological practices to explore how to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value ethics. Therefore, a new “integration” approach is provided for the “is” and 
“ought to b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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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类新兴增强技术的

快速发展，引起社会对技术伦理研究的广泛关

注。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从国家战略层面高度重视新兴科技引发的社会

治理与伦理规范问题。以腾讯为代表的科技企

业界提出“科技向善”的号召。以《自然辩证

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和《科学学研究》

为代表的学术界连续刊出多篇科技伦理专题论

文。

然而，当前科技伦理研究主要针对新兴技

术开发与应用过程中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具

体伦理问题而展开，尚未系统梳理和揭示当代

技术伦理治理难题的本质及其技术伦理规范的

逻辑基础。“是”如何推导出“应当”即“事

实描述”如何推导出“价值规范”，也称为休

谟问题。同时，“应当”如何推导出“是”即

技 术 伦 理 如 何 恰 当 地 引 导 与 规 范 技 术 发 展。

“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构成当代技术伦

理治理内在逻辑。

回顾和梳理技术伦理关于“是”与“应当”

逻辑关系问题的历史演进，便于准确理解和把

握当代技术伦理治理难题的本质及其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技术伦理遵循从“是”到“应当”

的逻辑，主张打开技术黑箱，摒弃技术决定论

和逻辑先验主义，强调经验充分的描述性社会

伦理研究。21 世纪初，技术伦理遵循从“应当”

到“是”的逻辑，开始关注设计过程中的道德

物化研究，致力于面向未来的价值塑造。

近几年来，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新科技革命发展，其快速的迭代速率、极

强扩散渗透力度、智能化场景应用对技术伦

理治理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部分中国学者

提出当代科研应该秉承一种动态的全过程敏

捷性伦理治理框架。面对不确定性，技术伦

理治理不可先发展后治理，也难以提前预判，

只能基于进行中的技术实践来探讨如何在技

术发展与价值伦理之间实现融合与平衡。于

是，这一框架为“是”与“应当”关系问题

提供一个新的“融合”思路，为当代科技伦

理治理难题作出积极回应。

一、从“是”到“应当”：打开技术黑箱

当代技术伦理研究始于对传统的技术正负

两面性评价的批判。贝尔纳认为科技发展是生

产力进步的革命性力量，在对科技作出肯定评

价的同时，也看到科技发展的部分消极作用。

在他看来科技是客观中性的，科技的负面影响

是受资本力量异化所致，科技本身无善恶。法

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决定论思想，认

为技术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轨迹，对技术评

价采取一种否定和悲观的态度。这样激进的研

究方向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技术的社会

建构论反对只讨论宏观抽象的技术整体，主张

打开技术黑箱的基础上再进行经验充分的技术

伦理研究，对具体的技术研发过程展开描述性

研究，同时对技术本身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技术伦理的经验研究强调在打开技术黑箱

即“是”的基础上展开社会伦理即“应当”的

探讨，延续休谟问题即如何从“是”推导出

“应当”的逻辑论证。其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

至 90 年代，代表人物有平齐（Trevor Pinch）、

比 克（Wiebe E. Bijker）、 伯 格 曼（Albert 
Borgmann）和拉图尔等。他们采取技术的社

会建构论和文化研究视角，关注具体情境中的

具体技术如何被社会力量所形塑，认为技术发

展受到来自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建构与塑

造，从实验现象的观察渗透理论到数据文本的

话语修辞都能够发现社会建构的痕迹；相应地，

技术伦理研究更多地强调人类主体的社会关系

与社会结构，而不是单向度地归因于技术自身

的力量。例如，比克以自行车车轮的大小设计

为例，说明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来自于经济、

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自行车车

轮大小的演进并非由自行车技术原理决定，而

是在骑车安全与人的社会心理之间的平衡过

程。[1] 技术发展过程被看作是在社会选择的多

样性中进行的多向性模式。技术形塑取决于相

关利益群体之间磋商和协调的“共识”，而非

技术自身的单向逻辑。因此，技术伦理研究更

加侧重于技术的社会性选择与磋商过程中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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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价值伦理观念。

然而，温纳指出这样的经验研究既没有真

正完成打开技术黑箱，也未能从技术伦理角度

进一步深入讨论社会建构的“共识”如何得以

达成和落地执行。[2]“共识”究竟是什么、其

基础依据和标准是什么、相关利益群体的边界

如何清晰界定、磋商和协调的机制是什么、“共

识”及其形成过程承载着怎样的技术伦理含义

等技术伦理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样的

经验研究，反对基础主义，转向自然主义；反

对技术决定论，转向社会建构论；反对先验必

然性，也并没有诉诸于社会 - 历史必然性。这

样的经验研究，尽管对技术的社会性建构现象，

以及话语分析、文本修辞、实验材料加工筛选

和数据处理等建构方法进行了事实描述，但是，

一方面，并未能真正实现打开技术黑箱“是”

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没有对技术伦理问题“应

当”深入研究。关于“共识”的建构是否具有

伦理学层面的规范性意义及其伦理规制的逻辑

基础研究被悬置。

总的来说，尝试以打开技术黑箱即“是”

的角度来论证“应当”的技术伦理研究进路未

能成功。经验研究主张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

对技术进行描述性研究，将自身放置在一个客

观、中立、旁观者的立场，尝试进行事实性的

说明，没有提供任何评价性立场和任何具体

的道德或者价值原则反馈给技术开发者和使用

者。于是，这样的经验描述性研究进路将研究

重点聚焦于如何打开技术世界的大门，即“是”，

未能进一步研究如何从“是”推导至“应当”

的逻辑关系。

所以，技术伦理的经验研究既未能证实

描述性事实是否真的充分、可靠，也未能提出

如何更好地促进技术发展的价值规范与伦理规

制。经验性描述进路的技术伦理研究，与现实

中快速发展的技术实践逐渐相去甚远，甚至面

临着丧失积极引导、参与、塑造技术发展的可

能性。该研究进路通过社会建构论推倒了实证

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技术决定论思想，却未能构

筑起新的技术伦理规范的逻辑根基，依然面临

难以回避的“是”与“应当”关系问题。

二、从“应当”到“是”：
面向未来的价值塑造

21 世纪之交，技术伦理研究转向关注道德

物化（Materialization of Morality）问题。道德

物化是指将价值伦理置入技术，即将“应当”

前置于“是”，通过技术的设计来引导技术开发

与使用以此实践道德理念。2007 年，荷兰研究

委员会提出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项 目， 强 调 技 术 研

究开发过程中如何前置责任伦理，而不是传统

那样对技术进行事后评估，主张将技术伦理

与道德规范内化为技术研究者的创新与设计

理念中，突出技术研发与设计人员的伦理责

任。随后技术伦理研究着力于如何将道德原则

物化在技术设计和工程设计中，提出负责任研

究与创新、价值敏感性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 设 计 伦 理（Designing in Ethics） 和

人工智能伦理（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研究。作为对经验描述性研究进路的一种矫正，

技术伦理学界尝试从“应当”到“是”的角度

研究技术设计与应用的伦理规范问题。

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范登霍文（Jeroen 
van den Hoven）、 欧 文（Richard Owen）、 斯

塔 尔（Bernd Carsten Stahl）、 戈 曼（Michael 
E. Gorman）、普尔（Ibo van de Poel）、维贝克

（Peter-Paul Verbeek）等。范登霍文和斯塔尔以

价值敏感设计为主要途径，主张用明确清晰的

价值观对技术义务和技术责任进行详细而系统

的评估与规范，认为技术的所有相关者应该彼

此负责，并尝试将技术伦理问题转变为技术设

计需求，通过技术设计场域中对技术人工物的

价值伦理功能与角色的设置，来起到对技术使

用过程中的正面道德引导或者规避负面伦理后

果。例如，男士公共洗手间小便器中的苍蝇图

案设计，可以引导如厕男士无意识将设计的苍

蝇图案作为标靶，减少外溅不良行为，从而起

到道德规范的作用。范登霍文认为价值敏感设

计是道德物化或实现价值伦理规范的真正具有

可操作性的方法，不仅要考虑到所有的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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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评估到道德的所有方面，因为这是一个

“全局性工程”（Comprehensive Engineering），

并提出三个维度，即融通性（Consilience）、相

关 性（Coherence） 和 协 调 性（Cooperation），

强调重新回到对技术世界的整体主义认知和

方法。[3] 英国学者欧文也认为技术与工程伦

理 不 是 单 向 度 的， 应 该 富 有 弹 性 和 网 络 性，

并 构 建 了 由 预 测 性（Anticipating）、 反 身 性

（Reflexivity）、 包 容 性（Inclusion） 和 反 馈 性

（Responsiveness）构成的四维度体系。[4] 他们

的最终指向都是将伦理价值通过技术设计或者

工程设计创新方法嵌入到技术人工物中，再通

过技术人工物来调节人的行为规范，规避传统

的先技术后伦理困境，以此来实现伦理前置。

然而，从“应当”到“是”伦理前置的研

究进路，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实践方面依然未

能回答如何解决“是”与“应当”的逻辑关系

问题。尽管他们积极倡导技术的道德规范，并

试图将道德与价值融进到技术设计中去，但是

在实际操作方面，这样的设计转向仍然面临着

责任划分、价值权衡、方法执行等诸多具体现

实难题。如此，从“应当”到“是”的研究理念、

原则与方法，固然对从“是”到“应当”的技

术伦理研究中存在的缺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进行及时纠正和弥补，帮助技术伦理研究领域

向前推进，可是未能建立起技术伦理规范的可

靠性逻辑基石。事实上，这样从“应当”到“是”

的研究进路更像是普通伦理学向技术领域的一

次延伸，但没有展开技术内在的、可靠的伦理

规范研究，仍然存在着对伦理规范逻辑基础研

究不足的问题。

首 先 是“ 责 任 ” 内 涵 与 归 属， 及 其 大 小

的问题。关于责任的界定存在着“多手难题”

（Problem of Many Hands）。伦理转向要求技术

的所有相关主体彼此负责，却未对责任本身进

行说明。责任被作为设计问题处理。这里存在

着至少两个规范性问题。第一，责任的规范性

基础是什么，不同的主体如何承担各自的责任，

其中的责任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是异质性的

还是同质性的。如果是异质性的，那么如何划

分不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其中的合理性依据

来自哪里。第二，责任分配的规范性基础是什

么，即分配正义问题，这样的责任是对等的还

是 比 例 性 条 款（proportionality clause） 原 则。

如果是后者，意味着行为范围更大则责任就更

大，那么关于技术设计行为与使用行为该如何

同等理解，技术行为的主体和技术行为的范围

均难以得到清晰划分和说明。

其次是道德物化和价值敏感性设计方法的

规范基础问题。从“应当”到“是”的研究进

路试图将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原则通过技术

设计的过程，具体地物化在技术人工物中。该

过程需要一种有序的、透明的和系统的操作方

式，如此才能证明我们所做的技术设计是正确

的和符合伦理规范的。范登霍文阐释了一种“全

局性工程”概念，并提出“整体主义”方法。

他认为整体主义不仅是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

主张，而且还具有实践的含义，是关于如何将

伦理学理论付诸实践的建议，是反还原论（anti-
reductionist）而具有规范性意义。[3] 但是，关于

全局性工程和整体主义具体的方法，及其如何

才能证明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和可靠的，以及

如何指导具体的技术研发活动，价值设计进路

并没有找到设计伦理的规范性逻辑基础。基兰

（Asle Helge Kiran）在荷兰特温特大学所做的

健康照护项目（Telehomecare, THC），在既满

足了使用者需求，也考虑到相关伦理和社会责

任的情况下，却遭遇失败。[5] 无论是作为政策

工具，还是从技术伦理研究学理性出发，从“应

当”到“是”的价值设计进路需要认真考虑其

设计方法的伦理逻辑问题。

最后是道德或者价值来源及其大小划分的

合法性问题。从“应当”到“是”的价值设计

进路主张技术设计与使用都应该受到规范性价

值的制约和影响，那么就不得不面临道德困境

或者价值困境，即技术世界究竟应该怎样存在

才符合道德与伦理价值，哪些选择是我们应该

作出的选择，如何知道我们的“价值”“选择”

与“应该”是正确的。道德伦理层面的价值赋

予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不同主体所主张的价

值是否需要区分，以及这些价值之间应如何排

序和权衡，以及随着技术发展而价值规范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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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调整。

所以，技术伦理研究从“应当”到“是”

的转向一直在思考如何从道德物化的角度来优

化技术设计，却没有对道德内涵、创新所负的

责任、价值的敏感性和设计方法的逻辑基础进

行充分论证，以至无法明确相关“责任”范围、

“价值”大小、“方法”落地等现实问题。这样

的研究进路即便在伦理框架倡导、价值规范主

张和理论模型方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比较完

善的说服力，也仍然未能对技术伦理的规范性

即“是”与“应当”逻辑关系问题作出正面回

答和阐释。

三、“是”与“应当”关系：
当代技术伦理治理难题

既有的技术伦理研究是将技术作为相对稳

定状态处理，不论是从“是”到“应当”的经

验研究还是从“应当”到“是”的价值设计研究，

都是基于确定性技术或者特定场景。技术的社

会建构与技术设计中的道德物化均是从相对比

较确定的技术结构与功能角度出发，力图规避

技术风险和引导技术善用。但是随着当代科学

技术的快速发展，面对新兴技术活动的不确定

性和未来技术的快速迭代，对社会建构、技术

设计、负责任创新皆构成不确定性挑战，这样

的技术伦理研究进路渐感力不从心。当今，新

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在不断挑战现有

技术伦理标准的同时，不断重塑技术伦理价值

边界和需要新的规范。新兴技术变革的当下，

我们更加需要一套能够跟上技术创新节奏的、

灵活多变的、开放的、审慎的、敏捷性的动态

伦理。[6]

不论从“是”到“应当”的经验研究还是

从“应当”到“是”的价值设计研究都面临伦

理规范“应当”与技术本身“是”之间的“鸿沟”。

既有的技术伦理研究无法解决具体的、情境化

的技术实践所需要的可操作性和适度的弹性空

间，而导致伦理规范与技术世界的分离困境即

“两张皮”问题。[7] 技术伦理规范在技术实践

中无法具体有效地起到价值形塑与风险控制的

作用。因此，面对新兴技术进步的复杂多变局

面，技术伦理研究应该将“是”从技术本身、

技术人工物、技术设计的理解转向技术实践的

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将从“是”到“应当”

的规范基础与从“应当”到“是”的伦理转化

在技术实践场域中进行密切衔接和内在融合，

不仅关注打开技术黑箱“是什么”和技术伦理

规范“应当做什么”，而且更加注重如何促进

具体的技术实践即“具体怎么做”，才能更好

地弥合技术伦理与技术世界之间的“鸿沟”。

2010 年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从“是”到

“应当”的经验研究和从“应当”到“是”的

价值设计研究进行反思，思考技术伦理研究的

未 来 方 向。 布 里 戈 尔（Adam R. Briggle ） 认

为经验性描述研究和价值敏感设计研究在广

泛结合社会学、伦理学和工程学内容的基础

上，丰富了技术伦理对技术更好的理解，却未

能帮助现实中的技术世界和生活世界提供更加

积极的引导与回应。[8] 于是，他呼吁反思我

们的理论研究工作是否与真实的技术实践相

关。维贝克也认为技术伦理研究迫切需要新的

研究进路，提出伴随性伦理学概念（Ethics of 
Accompaniment）， 强 调 技 术 伦 理 应 该 时 刻 伴

随技术实践，使技术伦理治理的目标更加贴近

现实的技术世界。[9] 布瑞（Philip Brey）认为

技术伦理研究应该积极关注技术实践，建立一

种“做”（Doing）的规范价值，而不是作为从

道德层面分析技术的旁观者。[10] 由此，克洛斯

（Peter Kroes） 和 梅 耶 斯（Anthonie Meijers ）
将技术伦理研究的未来描述为一种新的基于技

术实践的价值论转向（Axiological Turn）。[11]

2020 年以来，部分中国学者进一步倡导建

立一种动态变化的技术伦理，认为只有在共同

的技术实践情境中以“所做之事”作为共同参

照，才能为各种伦理价值标准的适时变化提供

规范基础。李秋甫、张慧和李正风基于当前科

技发展与伦理治理日趋“割裂”倾向，提出“反

思性”科技伦理治理新型发展观，旨在通过“集

体性的共识塑造”“前瞻性的预见”“实时性的

评估”“系统性的调整”的“预防性”与“试

探性”，实现在不确定性的技术实践情境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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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态的“全过程科技伦理治理”，以此消解

技术发展“是”与伦理治理“应当”之间的对

立。[12] 郑艳艳和文成伟提出以技术实践智慧为

核心的技术伦理研究，从具体的技术实践情境

及其变化出发，考虑的焦点是如何在变化着的

技术实践情境中作出可靠的行动，这与当代技

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契合。[13] 因此，基于技术实

践的技术伦理研究不是运用归纳或者演绎来把

握“是”与“应当”的逻辑关系，而是在技术

实践情境中逐步展开和生成的过程。

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既是技术认知的

理解者又是技术发展的实践者，技术伦理的规

范是从具体的技术实践情境出发，根据技术实

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伦理诠释和理解，技术伦

理在这样的具体化过程中得到修正、补充和发

展。王小伟从意向性建构的角度指出人的技术

认知是在技术与人类主体的物质交往过程中共

同建构起来的，技术伦理研究应该深入考察技

术实践中技术人工物透过其可供性如何影响人

类主体意向性的生成，同时特定的技术伦理价

值预期可能在人与技术物的交往过程中不断涌

现出来，那么物与人的规范性输入亟需在技术

伦理研究中得到刻画与说明。[14] 如此，技术伦

理在规范引导技术世界的同时，其自身也受到

来自技术世界的意向性建构，会涌现出新的技

术伦理价值。所以，技术伦理价值是在技术实

践的具体情境中与技术本身以及其它社会因素

相互建构生成与共同演化。

于是，技术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性、地方

性和历史性的实践活动，通过立足于技术实践

的具体情境来刻画技术伦理与技术发展之间呈

现出交往意向性建构图景。薛桂波和赵建波提

出“是”与“应当”的实践融合路径，将技术

实践作为构建伦理规范与技术发展之间联结的

桥梁；一方面，以“嵌入”的方式将伦理价值

融入到技术研发、设计、制造、应用等全部环节；

另一方面，根据技术实践的新情境不断生成和

构建新的伦理价值；以此，形成“应当”到“是”

和“是”到“应当”不断向前连续循环路径。[15]

如此，打破现有技术伦理“应当”与技术发展

“是”的二元结构，打破伦理学家与技术专家

之间的边界，通过联合技术实践情境中具体涉

及的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和协同，实现技术知识

与伦理价值之间的意向性、动态性、情境性相

互建构，使得伦理规范内在地嵌入到整个技术

实践过程中。技术实践既是技术研发与设计活

动 , 也是技术伦理价值塑造活动。这是一种面

向技术实践的技术发展与技术伦理融合框架，

将技术专家与伦理专家的二元结构融合成一个

整体的、连续的、系统性、具体化的技术生态

图景，从而消解和克服“是”与“应当”二元

划分所遭遇的困境。

在实践操作层面，凌昀和李伦提出“慎行”

原则，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技术实践观与

发展观。[16] 两位学者借鉴中国智慧，以“踩稳

一步、再迈下一步”的思路应对未来技术的测

不准和不确定性，提出“审慎 + 行动”的“慎行”

原则，根据现有的确定性技术知识与技术伦理

资源，在不确定性中探索寻找有限的可能性和

确定性，在实现技术伦理的动态更新与灵活规

范的同时，促进技术稳步有序地向前发展。事

实上，这样的“审慎 + 行动”正体现技术伦理“应

当”与技术发展“是”之间的互构关系，既妥

善解决科技与伦理“两张皮”问题，又积极回

应当前新兴技术快速发展所面临的伦理治理难

题。

四、“是”与“应当”融合：
全过程敏捷性伦理治理

基于技术实践的技术伦理研究进路呼吁致

力于实现对技术世界真实有效的互动。技术伦

理研究工作已经不再是以旁观者的角色对技术

及其伦理价值进行经验充分的事实性描述，而

是将自身置于特定的技术实践情境中，共同参

与技术世界的互构与生成，这样的技术伦理价

值规范及其伦理价值的动态更新，均可以被看

成一种技术价值创造实践。面对新兴技术发展

的不确定性，技术伦理规范固然不可能是坚定

不变的教条，而是相应地伴随技术发展而生成

与演进。如此，技术实践研究视角在延续经验

研究主张打开技术黑箱和价值设计研究尝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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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前置于技术设计过程的基础上，进一

步将技术伦理“嵌入”和“融合”到整个技术

实践活动中，并以交往意向性的相互建构与生

成的逻辑，形成一种新的技术伦理认知与研究

范式。将技术伦理研究的未来指向技术实践，

似乎是一条可行的研究进路。

基于技术实践的伦理研究进路以一种进程

中的技术世界与伦理规范之间互构关系来回答

“是”与“应当”的逻辑关系问题。技术实践

始终是部分的、面向未来的、不可还原的、正

在进行的互动。这样的互动力量主要来自人类

主体、自然界、社会历史条件三者的共同参与。

于是，实践进路的技术伦理所遵循的是实践互

构模型，将一种非线性、自组织演化的互动，

作为对实践情境的不同反馈和响应，进而呈现

出一种随时空转换而相互规范、重塑的全过程

敏捷性伦理治理图景。因此，“是”与“应当”

的关系遵循一种基于技术实践情境进程中相互

建构与不断重塑的生成演化逻辑。

自 20 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是”与“应

当”规范性逻辑基础的寻求大致沿着两条路径

展开。其一是对自然世界因果必然性的寻求，

其二是对社会 - 历史必然性的诉求。前者将逻

辑形式与经验内容进行分离和区别，认为有效

性、合理性和权威性不能根据经验事实得到说

明，试图把规范性奠基于逻辑必然性或先验必

然性之上。后者反对技术决定论思想，将事实

描述安置于具体的社会 历史情境中，试图把技

术伦理的规范性奠基于经验充分的描述性事实

之上。然而，这两条路径都无法有效克服和有

力回答“是”与“应当”的逻辑基础问题。

然而，无论是先验必然性还是社会 - 历史

必然性，都来源于对“自然”与“规范性”二

元划分的误解。规范性并不源于必然性，也不

依靠任何执行规则或者行为模式来确定，而是

被实践自身的规范的可说明性来确认。如此，

关于技术伦理研究的“是”与“应当”问题即

休谟问题的讨论应该直接面向技术实践，而不

是技术知识或者技术人工物。从事技术伦理研

究的学者不应该是客观中立之外的观察者，而

是直接参与技术、介入技术世界的技术实践者。

技术实践才是技术伦理规范性权威的基础和价

值规范力量的来源。

基于技术实践的规范性立场是在试图通过

对实践内在关系结构的挖掘，为自然主义的规

范性问题提供另一种解决途径。技术实践既是

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也是充满目标

导向的社会历史性活动。其中，离不开人类主

体、自然世界、社会历史条件的共同“在场”。

由此，技术实践内在关系结构也就是这种具体

的联合情境。只有在这样的联合情境中，实践

主体才能有所行事，技术实践才能够被人们所

认识和理解。[17] 事实上，正是技术参与主体、

自然界、技术对象的互动塑造了技术世界及其

技术伦理价值，形成人们对技术世界的动态认

知和该如何行事的伦理规范。如果说技术实践

活动唯有在其实践情境中才是可理解的，那么

技术伦理只有在技术实践活动中才可以形成并

发挥其规范作用。所以，技术伦理的规范逻辑

在某种程度上是开放式的、暂时的和在场的，

“是”与“应当”的关系也是伴随技术实践活

动而实时动态变化。

在技术实践情境的视阈中，没有任何抽象

的或者形式化的伦理权威规范。如果脱离特定

的技术实践情境对技术进行规制或者引导，那

么这样的技术伦理将寻找不到任何合理性基

础。技术是在技术实践空间中得以发展，而不

是在逻辑空间中得以确立；技术实践的目的是

为了适当地解决人们当下的物质生产与生活问

题，而不是为了成为独立于情境的真理或者共

识。技术发展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绝对的伦理

标准，也不存在不同主体间广泛而全面的共识。

只是在对既定目标、特定主体和具体情境来说，

什么样的技术世界和技术伦理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只有在共同参与的具体技术实践情境中

以“所做之事”作为共同参照，才能为各种价

值评价和伦理标准提供规范性基础。

由此可以说，基于技术实践的规范性始终

是存在的，但它不是终极的、绝对的，而是处

于不断调整更新的进程中。技术实践总是在不

停地重置我们的技术世界、观念认知与技术伦

理。新技术、新思想、新行为不断地改变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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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和社会。技术的发展与使用是在特定的

技术实践情境中人与世界相互建构的结果。于

是，通过具有规范性、演化性、可说明性的技

术实践视角的引入，揭示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

实践互动的规范性基础。这种规范性基础既不

是由客观自然规律来表征，也不是由社会 - 历

史的必然性来显现，而是一种立足于共同技术

实践情境的互动过程。

进程中的技术实践情境对自然主义者而言

是一个更为合适的切入点，不仅可以更好地适

应和理解技术发展的丰富性、偶然性和多种可

能性，还诠释了一种包括自然界、人类主体和

社会历史在内的相互建构关系。这是一种共生

演化的关系，具有情境互动与目标导向等诸多

特性。并且，它不是由自然界或者社会历史单

方面给予的，而是由“在场”情境中来自不同

因素和力量互动塑造而成。如此，通过动态情

境中的相互关系，便可以克服和化解技术世界

“是”与伦理规范“应当”之间的鸿沟。技术

实践进路的技术伦理研究通过技术实践建构模

型，不仅将技术世界与技术伦理均刻画为一种

充满不确定性、非必然性、生成演化的过程性

图景，而且将技术世界与技术伦理之间的关系

作动态互构处理。以此，通过全过程敏捷性技

术伦理治理实现“是”与“应当”的“融合”，

为当代技术伦理治理难题提供一个新的解决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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